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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文选·

１９２６年《京报副刊》
“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探析

项　旋

内容提要　１９２６年１月４日，《京报副刊》在新年第一期头版刊登了主编孙伏园向读者征
求关于“新中国柱石十人”的倡议书。该民意测验前后进行了５５天，投票者达７９１人。
投票结果显示，冯玉祥、李烈钧等新兴军阀得票高于段祺瑞、张作霖等旧式军阀，反映出北

伐前夕民众对北洋军阀内部力量消长的认知变化。在评选出的前１０位“柱石”中，国民
党员或亲国民党人士占了７位，揭示了国民党的重新崛起，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时人的
普遍好感。王宠惠、王正廷、顾维钧等外交家的入选，说明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表现得

到了民众的认可。该民意测验结果还反映了科学救国、国语运动、汉字改革的社会思潮在

知识界的影响。

关键词　《京报副刊》　民意测验　国民党　科学救国

民意测验是一种了解公众对某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意见和态度的测验方法，其目的在于

通过对大量样本的问卷分析来精确反映社会舆论或一般民意动向，也称舆论民意测验。① 可以说，

民意测验有助于了解民众对国是及其他问题的观点和意见，透视一定时期内人心向背的变化，鉴于

其功能，民意测验在社会调查中得到广泛运用。②

中国较为规范的民意测验发端于民国时期，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报刊为载体和主持者的民意
测验盛行一时。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北京高等师范学校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１４日为纪念建校１４周年进
行的“民意测验”③，美国人在上海办的《密勒氏评论报》（ＴｈｅＷｅｅｋｌｙ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ＦａｒＥａｓｔ）１９２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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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②

③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２０１４年技术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文章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建设性
意见，中国知网评价研究中心汤丽云不仅代为复印报刊资料，而且就拙文选题和框架结构等提供了宝贵的建议，特致谢忱！

洪瑾主编：《社会调查方法：社区工作与管理专业》，中国轻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３３页。
这种探究民意的测验肇始于美国，１８２４年《哈里斯堡宾夕法人报》为了解选民对总统候选人的态度，派遣记者进行了民

意测验。参见杨程《党意还是民意———上海〈民国日报〉上的民意测验（１９２８—１９３２）》，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
院，２０１２年，第５页。

该调查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民意测验之一，由留美归国的张耀翔主持，就当时部分时政热点问题对参加北京高师建校

庆祝活动的来宾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题目设置包括“假如你有选举权，你将选谁做下一任大总统？”等８个问题。参见张耀翔《高
师纪念日之“民意测验”》，上海《民国日报》，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４、１５日，第４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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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至次年１月所做的“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Ｗｈｏａｒｅｔｈｅｔｗｅｌｖｅｇｒｅａｔｅｓｔｌｉｖ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问卷
调查①，东南大学１９２３年１月所做的“名人选举”②，１９２７年北京大学于建校２５周年之际所做的
“世界第一伟人”调查③，以及上海《民国日报》自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２９年进行的４次民意测验。④ 学界
对民国时期的民意测验有所关注和研究，特别是杨天宏对１９２２年《密勒氏评论报》开展的“中国当
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进行了深入的考察。⑤ 相比较而言，１９２６年《京报副刊》主持的一项民
意测验———“新中国柱石十人”评选，尚未得到学界的足够关注和重视。本文以１９２６年《京报副
刊》刊载的关于“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系列报道为基础，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分析此次民意测

验的缘起、评选过程、舆论反馈和最终的评选结果，以此探究当时民众特别是知识阶层对政局、社会

思潮和精英人物的观感和认知，管窥人心向背的变化。

一

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５日，邵飘萍创办《京报》，其定位是“供改良我国新闻事业之试验，为社会发表意
见之机关”。⑥ 该报问世一个月后，日销量即达到４０００份，逐渐成为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
一，并陆续创办了十余种副刊。创刊于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５日的《京报副刊》是其中影响最大的综合性
刊物，亦是民国时期的四大副刊之一。《京报副刊》日出一号，每号为１６开纸８版，每月合订一册，
有独立的报头，并单独订购。《京报副刊》提倡新文化，宣传进步思想，意在办成一个“自由发表文

字的机关”，吸引了鲁迅、刘半农、王森然、徐志摩、俞平伯等一大批进步作者为该刊撰稿。⑦ １９２６
年４月２４日，《京报副刊》因邵飘萍被害而停刊，共出４７７期。

《京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十分重视通过报刊了解民意。１９２２年１０月，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
发起“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１１月２５日，孙伏园即在《晨报副刊》发表《谁是中国今
日的十二个大人物》，针对胡适所选的“十二位大人物”⑧发表自己的看法，表示十分欣赏这种通过

投票探究民意的方式：“这种分组而且附加解释的选举方法和公平的眼光，都很使我心眼。”⑨此后

数年，孙伏园亦曾多次在《京报副刊》发起向读者征求意见及民意测验活动，如１９２５年１月《京报
副刊》曾发起征求１０部“青年必读书目”的活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
１９２６年１月４日，《京报副刊》在新年第一期头版刊登了主编孙伏园向读者征求关于“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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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Ｗｅｅｋｌｙ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ＦａｒＥａｓｔ，ＦｏｒｍｅｒｌｙＭｉｌｌａｒｄｐｓＲｅｖｉｅｗ，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Ｏｃｔｏｂｅｒ７，１９２２ｔｏＪａｎｕａｒｙ６，１９２３转
引自杨天宏《密勒氏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分析》，《历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第６６页。

《东南大学之名人选举》，上海《民国日报》，１９２３年１月２０日，第２张第３版。
朱悟禅：《北大２５周年纪念民意测验之分析》，《新民国杂志》第１卷第５期，１９２４年３月３０日，第１—８页。
这４次民意测验是：反日民意测验、元旦民意测验、总理纪念周民意测验和反俄保路民意测验，投票结果分别载于上海

《民国日报》，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１６日，第２张第４版；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３日，第２张第１版；１９２９年４月１４日，第２张第４版；１９２９年７月
２６日，第４张第１版。

目前有关国内民意测验的研究论著，主要有杨天宏《密勒氏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分析》，《历史研究》

２００２年第３期；周斌《１９２８至１９２９年的反日会》，《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２期；王来华《略述民意研究、民意测验的沿革及其在中
国大陆的发展》，《理论与现代化》２００９年第４期；杨程《党意还是民意———上海〈民国日报〉上的民意测验（１９２８—１９３２）》，硕士学
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２０１２年。

邵飘萍：《京报三年来之回顾》，原载《京报》，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１０日，收录于方汉奇主编《邵飘萍选集》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６４０页。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２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７９页。
胡适所选情况，参见胡适《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努力周报》第２９期，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１９日，第１版。
孙伏园：《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晨报副刊》，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２５日，第４版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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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石十人”的倡议书。在倡议书中，孙伏园首先忧心忡忡地表达了对２０世纪以来时局的担忧和不
满，认为：“就中国而论，这二十五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二十世纪给我们的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

辛丑条约，赔偿各国四百五十兆两，这笔账到现在还没有算清。从此一步一步的往死路上跑。”在

他看来，２０世纪以来的中国已经是“病入膏肓”的病人，“几乎没有一条血管里没有毒的，虽有名医
也很少挽回的希望了”。而挽救中国的希望就在于“在我们满是毒菌的病体里，忽然发生出多少白

血轮来，把血液渐渐的洗涤干净，从此走上健康的道路”。在孙伏园这里，“白血轮”指的是能够引

导中国走向独立、稳定的领导者，是革除病疾，救亡图存的希望所在。那么这种“白血轮”在哪里

呢？孙伏园认为：“你我眼光里隐约的虽然都有，却没有一个人出来征求，出来计算这笔总账，于是

大家都含胡着。本刊本了这个意思，特从一九二六的新年第一天动手征求起。假定这白血轮的数

目为十枚，一九二六以后的新中国的命运便寄托在他们身上。这十枚白血轮我们名之曰‘新中国

之柱石十人’……一九二六以后的新中国的命运便寄托在他们身上。”孙伏园希望不同于２０世纪
以来衰颓的“旧中国”，期待１９２６年以后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新中国”。孙伏园虽然也强调“个个
中国人都应该知道，此后新中国的命运是寄托在个个中国人的身上”，但“我们敢说新中国的建造

可以不经过少数人的媒介，而全国人民自己赤手空拳的出来从事的么”？① 这正是孙伏园需要征求

“新中国柱石十人”原因所在。

孙伏园最初拟定１９２６年１月底为投票截止期，并准备在投票截止后一星期内发表统计结果，
且选举方法较为自由：“投票的十人中的分配，一听投票者的自由，并不限定学者几位，政治家几

位，军人几位。”对可以被投票的人数也不作特别限定，并宣称如果投票者“以为十人太多了，也有

的以为十人太少了，这都没有关系。以为太多的少写几人，以为太少的多写几人，也都没有

关系。”②

１月８日，《京报副刊》头版刊登投票启事：“本刊征求新中国之柱石十人票及说明在《京报》第
四版，本月底截止，请速投。”③依托影响力广、发行量大的《京报》进行票选。但到１月２３日，所得
票数仅有２２０票。孙伏园认为：“这可以见得我国人平素不大惯干这类事，所以同报纸的销量一比
较，显得特别令人诧异了。但是到底还有二百二十票，记者是非常快慰的。”④因接近原定的投票截

止日期，林宰平建议延长投票时限，“使全国人人，即穷乡僻壤的，都有表现他们意见的机会”，孙伏

园予以采纳。⑤ 至原定投票截止的１月２８日，共收到４３２张票。孙伏园在《京报副刊》发表《截止
日期声明不截止》，决定将投票截止日期延后一个月至２月２８日。同时孙伏园也非常期待读者踊
跃投票，发表意见，“在一月中，报纸上登着的票纸数达二十余万，而收到的，令人失望也令人满意，

却还不到五百票……京外投票者还只是近畿的各省。”⑥

２月２８日，《京报副刊》开展的“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投票活动正式截止，最终收到
７９１张投票。从孙伏园所说《京报》一个月的发行量达到“二十余万”，可见《京报》读者中仅有不
到１％的人参加了这次票选活动。如果从横向比较，此次民意测验在当时盛行的社会调查中也只
属于中等规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１４日为纪念建校１４周年所做“民意测验”共收
９３１票，东南大学１９２３年１月所做“名人选举”总票数为８０６票，同年北京大学于建校２５周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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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孙伏园：《一九二六新年本刊征求“新中国之柱石十人”》，《京报副刊》第３７４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４日，第１版第１页。
孙伏园：《一九二六新年本刊征求“新中国之柱石十人”》，《京报副刊》第３７４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４日，第１版第１页。
孙伏园：《投票启事》，《京报副刊》第３７８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８日，第１版第１页。
孙伏园：《吐露一点消息》，《京报副刊》第３９３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２３日，第８版第１６０页。
孙伏园：《吐露一点消息》，《京报副刊》第３９３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２３日，第８版第１６０页。
孙伏园：《截止日期声明不截止》，《京报副刊》第４０１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３１日，第８版第１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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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所做的“世界第一伟人”调查，共收到选票４９７张。而规模最大的当属《密勒氏评论报》“当今
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有将近１９００人参与。① 孙伏园原本期望此次民意测验至少有１万张选
票，但事实与预期结果有较大差距。究其原因，孙伏园认为是民众对选举的淡漠，“民国以来这许

多年扰攘，吃苦的只是农工商贾等等人民，但也只有农工商贾等等人民应该吃苦，因为只有他们

对于选举最是漠然”。②

二

“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鼓励读者在投票时，在票末写出投票的原因，并允诺在评选过程

中连同选票择要刊登在《京报副刊》。③ １９２６年１月８日，孙伏园在《京报副刊》刊登的投票启事即
特别提到：票末如有加以说明的，不论多少，都很欢迎。④ １月２３日，孙伏园在《吐露一点消息》中
说，从当时已得的票数（２２０票）看，“大概有小半是附有说明的。我想在二月当中，虽然不发表结
果，却不妨把有说明的票先发表了。”⑤２月１日，孙伏园履行承诺，开始刊登部分投票及说明，并
说：“票纸外附有说明的，收到时记者就在信封上画一‘说’字，原意是不辜负投票者加注的一番好

心。但到现在看来，单是加注的也不胜其发表，论‘择要’更是无从择起了。所以我们得在这里声

明一句，今天及今天以后所发表的，是漫无标准，是单凭记者在‘说’字的票纸堆中随手抓出来的，

以后也一样。”⑥应该说，《京报副刊》非常重视票末说明，即便是不符合规范的“废票”，孙伏园认

为：“里面有的是沉痛的心情，并不是简单的开玩笑，所以也替他发表。”⑦并开设“瞧瞧他们为什么

这样选”、“瞧瞧他们为什么选这班人”、“瞧瞧人家选的什么”、“瞧瞧他们怎么个选法”等专栏，择

要公布选票以及票末所附带的说明。这些选票因大多附有投票说明，对了解投票者的心态以及对

时政、社会风潮及精英人物的认知，具有重要价值。

从票选者名单看，不仅有林语堂、张申府、高佩琅、黎锦熙等社会名流参与，还吸引了不少青

年学生参与评选。投票者有按照投票要求选出十位“柱石”，也有所选者超过“十人”范围。如第

１８票，选出４４个“柱石”人物，并在所附说明中加以归类，认为蔡元培等人是“言论主见可以号召
全国者”，严修等人是“言论主见可以号召全国而无表示者”，阎锡山等人是“实心任事确有成绩

者”，唐继尧等人是“武力可以号召一部分者”，张之江等人则是“后起英秀须过数年方可加评

者”，等等。⑧ 再如第４３９票，所附投票说明中强调是按照“韦青云先生的那篇‘缩小中央整理地
方’的行政委员会的支配”，将所选人物划分为外交、财政、军政、教育、内务、司法、交通、农林、工

业和商业十个类别。⑨ 孙伏园透露了不少有意思的废票：有的投票者“在票上大写一个‘我’字，

７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杨天宏《密勒氏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分析》，《历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第７１页。
杨果真：《我们要不要学盛京时报？》，《京报副刊》第３９８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２８日，第８版第２００页。文后有孙伏园按语。
事实上，这种在报刊中公开披露署名者投票理由的方式，在民国时期的民意测验中并不常见。例如，１９２２年《密勒氏评论

报》的“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的选举规则之一就是“投票人之姓名无庸署于选票中，但可附一署名信函说明选举某人之理

由，主持人将严守秘密，不公开署名信札。”参见《密勒氏评论报》，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１４日。转引自杨天宏《密勒氏报“中国当今十二位
大人物”问卷调查分析》，《历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第６６页。

杨果真：《我们要不要学盛京时报？》，《京报副刊》第３９８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２８日，第８版第２００页。文后有孙伏园按语。
孙伏园：《吐露一点消息》，《京报副刊》第３９３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２３日，第８版第１６０页。
孙伏园：《瞧瞧人家选的什么？》，《京报副刊》第４０２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１日，第８版第１７页。
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五）》，《京报副刊》第４０６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５日，第８版第４０页。
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三）》，《京报副刊》第４０５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４日，第８版第３１页。
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选这班人》，《京报副刊》第４０４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３日，第８版第１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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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却不记真名，这一回就有一二票”。① 有的投票者则借投票之机，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如署

名“招勉之”者在投票说明中说：“我以为今日的中国，在政治上该首先把以前的糟粕置为肥料。

第一要滚蛋的就是一班遗老遗少；第二要教他们死无葬身之地的是学经济、法律、政治的混吃蛆

虫。什么段祺瑞、王士珍、赵尔巽、许世英、龚心湛、章太炎、林长民、黄郛、杨庶堪……等等，都该

退避贤路。”②

《京报副刊》“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发起后，即引起时人的热烈讨论，支持和批评的声音

兼而有之。按照孙伏园的分析，批评者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以为现在中国并没有可作柱石

的人物，例如刘半农、吴稚晖等诸先生”。如刘半农写信给孙伏园，说：“伏园，亏你发这问题！你且

到清水毛坑里去照照你的脸，你配说这话么？你若要说，至少再过五十年。现在是只有粪土，至多

也不过砖头瓦片而已，你若找出一个柱石来，请挖去我眼睛！”③陈宝森的意见与刘半农相仿。他

说：“现在的中国人简直连粪土都不如，还谈得柱石不柱石！照现在的状况看起来，就是能够维持

现状，已是千幸万幸，还谈得到革新？”④另外一类则是“以为中国人无一不是柱石，专靠十个人是万

万不够的”。⑤ 这种认为中国的前途命运寄托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的观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不少读者在票末说明中都表达了类似看法。如第６４１票的投票说明中说：“推举四万万大国
民……鞭策他们拿国家引入独立自治的轨道。”⑥

面对质疑，孙伏园和《京报副刊》在坚持自己立场的前提下将各种观点予以刊登，使读者能多

方面多角度看问题。对于上述两类观点，孙伏园认为：“甲派未免悲观，乙派则未免太乐观了。”⑦在

《一九二六新年本刊征求“新中国之柱石十人”》一文中，孙伏园就表达了探求新中国“柱石”的必

要性，认为：“即使在吴稚晖先生所谓‘百姓做皇帝’的俄国，在革命的当初，也还有列宁和杜罗斯

基，我们敢说新中国的建造可以不经过少数人的媒介，而全国人民自己赤手空拳的出来从事的么？

那么，人人心目中的十个‘新中国的柱石’实在有写出来的必要了。”⑧从某种程度上回答了刘半

农、吴稚晖等人的质疑。孙伏园收到刘半农的来信后，再次重申了举办评选的初衷和用心：“我们

所谓柱石自然只是比较的，往矮子中间找出高人来”，“我们只凭良心去做”，“尽量选一选我们心意

中的人物”。⑨ 而对于“人人都是柱石”的观点，孙伏园的看法是：“中国早就亡了的，但是中国的土

地、人民究竟确实还在。亡了的要他复兴，存在的求他永存。这责任说无人能负么，说人人能负么，

或者都不大近于事实。人人都能负，我们当然要这样希望，而且当然要往这方面去；人人都不能负，

我们有时也这样担忧，但是有时觉悟这只是杞忧。真理究竟怎样，还是请问投票的大多数人。”瑏瑠这

就是孙伏园坚持征求“新中国柱石十人”的理由所在。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批评者也参与了评选。

例如，批评较为尖锐的张申府就投了票，所选“柱石”分别是：徐谦、蒋介石、吴稚晖、鲁迅、蔡元培。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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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瑏瑡

孙伏园：《吐露一点消息》，《京报副刊》第３９３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２３日，第８版第１６０页。
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三）》，《京报副刊》第４０５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４日，第８版第３１页。
孙伏园：《吐露一点消息》，《京报副刊》第３９３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２３日，第８版第１６０页。
孙伏园：《截止日期声明不截止》，《京报副刊》第４０１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３１日，第８版第１２０页。
孙伏园：《新中国柱石十人———两个月征求的结果》，《京报副刊》第４３５号，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１日，第８版第８８页。
孙伏园：《看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七）》，《京报副刊》第４０９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８日，第８版第６４页。
孙伏园：《新中国柱石十人———两个月征求的结果》，《京报副刊》第４３５号，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１日，第８版第８８页。
孙伏园：《一九二六新年本刊征求“新中国之柱石十人”》，《京报副刊》第３７４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４日，第１版第１页。
孙伏园：《消息再吐露》，《京报副刊》第３９６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２６日，第８版第１８４页；《孙伏园按语》，《京报副刊》第３９８

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２８日，第８版第２００页；孙伏园：《截止日期声明不截止》，《京报副刊》第４０１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３１日，第８版第１２０
页。

孙伏园：《新中国柱石十人———两个月征求的结果》，《京报副刊》第４３５号，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１日，第８版第８８页。
张申府：《终于投一票》，《京报副刊》第４１１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１０日，第６版第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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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质疑者高佩琅也承认：“真正民意，用甚么方法发现？我以为民意测验，是最好不过的了。

所以这次先生的新中国柱石十人的征求，我是十分赞成，因为这等选举，原无利害冲突，既不受金钱

的驱使，又不受势力的压迫，可纯粹凭个人的自由意志，和直觉的是非之心，举他素日最崇拜的人。

它的可贵，即在这一点。”①他把票投给了梁漱溟和吴佩孚。② 可见，他们的批评绝非针对孙伏园和

此次评选，不过是对当时中国时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另类表达。

从舆论的反馈看，还有一些意见担心该民意测验被党派收买，为党派宣传之用。如高佩琅认

为：“举行测验的人，发现测验的结果，和己意大相反背，或对于己派己党的声威，没有什么光彩，使

密不发表（如某大学的民意测验即是一例），或于事先加以种种暗示，以便作有利于己党、己派之宣

传，那便是失掉了民意测验的真意，一种无聊的勾当而已。”孙伏园对此作了附加说明，认为这种观

点“太悲观了，也太把民意看得不值钱了”。③

在具体的评选过程中，孙伏园采取了多种措施防止选举舞弊。如发放选票的方式，最初采取

随《京报》分发至各地，读者裁取票纸后寄送回报馆，广告上写明“票纸恕不另送”。对此，有读者

特地写信给孙伏园，论及“在图书馆中见报后回家想选，往往因为无票而停止了”。鉴于此，报馆

又备有若干票纸，以应投票人的函索，“有时朋友取去代发，我们也极愿意”。报馆还派人给清华

学校等各校发放选票。此后不久，这种发放选票的方式遭到读者的质疑，认为：“贵报馆送票给各

校选举，倘若不能把所有的学校普遍分送，则所得的结果，当更是不可靠”，倘若不请全体师生选

举，只请托一两人随便拉人投票，则所得结果，又另是一种。因此建议孙伏园放弃这种方法，让关

心时事的读者直接向报馆投票。孙伏园对此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即：“一方遵从来信者的意见，一

方仍照以前办法，把票纸存在本刊编辑部，来信索取者给他，否则不给。”④尽量保证投票过程的客

观公正。

尽管有不少质疑声，《京报副刊》“新中国柱石十人”的评选活动还是得到了相当一部分读者的

支持。例如，农大学生叶云波投了票，并写信给孙伏园：“我自见你征求新中国柱石十人票以来，当

时就想投一票来尽我一分子的责任。那是心理跃跃，莫知所自。因为现在讲起中国这时的人才，实

在太多了，纷纷杂出；然而能得着‘柱石’二字的没有一个。不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家之内必

有长者’，这样的缘故，不得不勉强依我平日所经验过对二十世纪的潮流最适合的，也写得十人来

了。”⑤金满成选出的“新中国柱石”只有３人，但他坦言：“这三人费了三个月思索的。”⑥署名“小
正名”的选票说明也说：“想了三天三夜，好不容易才想出上面的十位大人物。”⑦足见对此次票选

的高度重视。岑克明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十个柱石能支住彪大的中国吗？决不能的。不

过先有了柱石人才作我们引导者，我们可以跟随他们去努力，那末必定事半功倍的。好像众船行海

洋一般，各船有各船的撑柁者。欲东航或西去，欲北行或南渡，在撑柁者已经胸有成竹，更得了司机

生摇桨者或管火之类的船员，各尽厥职，开足马力，不难探登彼岸了。若还没有撑柁者（即所谓船中

的柱石）。则船在茫茫的大海中，将何所适从呢？恐怕免不了碰着礁石沉没了。但是善航行于太平洋

者未必善航行于大西洋的，因为个人的经验知识有限的。所以各界有各界的柱石，我们不能不选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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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佩琅：《发表投票的疑问》，《京报副刊》第４０７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６日，第８版第４８页。
高佩琅：《中国的个半男性的男子》，《京报副刊》第４１６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２０日，第７版第１１９页。
高佩琅：《发表投票的疑问》，《京报副刊》第４０７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６日，第８版第４８页。
孙伏园：《吐露一点消息》，《京报副刊》第３９３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２３日，第８版第１６０页。
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选这班人》，《京报副刊》第４０４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３日，第８版第１２３页。
孙伏园：《两张封尾票》，《京报副刊》第４３４号，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０日，第８版第８０页。
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选这班人》，《京报副刊》第４０４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３日，第８版第１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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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出来做领袖，引导我们的。我们也知道航行船中的各种助手，也是很重要的，若是没有助手如司

机生之类的船员，撑柁者的恐怕也无所施其技了。所以所选出十个的柱石人才，不能全国的事，都交

给他们去办的。还要我们合力去帮忙，才有成功的希望呢。现在将十个柱石，可做我们引导者。”①这

些看法，给了孙伏园有力的鼓励和支持，推动“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得以顺利进行。

三

３月１１日，《京报副刊》刊登了“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的结果。该测验前后进行５５天，共
收到７９１票。因“有几位先生兼用分数的”，统计也仍按分数计算。② 最终的结果是，蔡元培、汪精
卫、蒋介石等入选“新中国柱石十人”。投票结果如下：

表１　１９２６年《京报副刊》“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评选结果

排名 姓名 票数（票） 排名 姓名 票数（票）

１ 蔡元培 ４７１又７／１０ ６ 王宠惠 ２４６

２ 汪精卫 ４６４ ７ 陈独秀 ２４２

３ 蒋介石 ４５６又１／１０ ８ 李烈钧 １９３

４ 吴稚晖 ３９６又１／１０ ９ 于右任 １７０

５ 冯玉祥 ３５２又３／１０ １０ 徐谦 １６７

　　资料来源：孙伏园：《新中国柱石十人———两个月征求的结果》，《京报副刊》第４３５号，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１日，第８版第８８页。

３月１５日，《京报副刊》发表《柱石外的柱石》，刊登了获得１０票以上的名单，至此，《京报副
刊》举办的“新中国柱石十人”评选正式落下帷幕。为了研究方便，兹根据两次公布的投票结果，将

６９名入选者，具体划分为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工商和女界六大类，分类统计入选名单和排
名情况，列表如下：

表２　１９２６年《京报副刊》“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票选结果分类统计

类别 姓名 票数 排名 姓名 票数 排名

政治

汪精卫 ４６４ ２ 熊希龄 ２３ ４０

于右任 １７０ ９ 马君武 ２２ ４１

徐谦 １６７ １０ 薛笃弼 ２０ ４５

胡汉民 １４５ １４ 孙科 １９ ４８

唐绍仪 ８９ １７ 戴季陶 １９ ５０

章士钊 ３１ ３４ 叶恭绰 １２ ６３

黎元洪 ２９ ３６ 于树德 １１ ６５

谭平山 ２８ ３７

０３１

①
②

岑克明：《本着良心观察的结果》，《京报副刊》第４１２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１１日，第８版第８８页。
孙伏园：《新中国柱石十人———两个月征求的结果》，《京报副刊》第４３５号，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１日，第８版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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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姓名 票数 排名 姓名 票数 排名

军事

蒋介石 ４５６又１／１０ ３ 段祺瑞 ２７ ３８

冯玉祥 ３５２又３／１０ ５ 张之江 ２７ ３９

李烈钧 １９３ ８ 蒋百里 ２０ ４６

吴佩孚 １６６ １１ 张作霖 １９ ４７

孙传芳 ７０ ２３ 张学良 １７ ５３

阎锡山 ６９ ２４ 岳维峻 １５ ５５

何遂 ６３ ２５ 吕公望 １３ ５８

谭延 ５１ ２７ 孙岳 １１ ６６

外交

王宠惠 ２４６ ６ 颜惠庆 ４７ ２８

王正廷 １１２又４／１０ １６ 黄郛 １４ ５７

伍朝枢 ７９ ２０ 施肇基 １２ ６０

顾维钧 ７２ ２２ 龚光远 １２ ６２

文化教育

蔡元培 ４７１又７／１０ １ 周作人 ３６ ３２

吴稚晖 ３９６又１／１０ ４ 恽代英 ２２ ４２

陈独秀 ２４２ ７ 陈启修 ２１ ４３

梁启超 １５７ １２ 顾孟余 ２１ ４４

李石曾 １５０ １３ 易培基 １９ ４９

胡适 １２２又５／１０ １５ 蒋梦麟 １７ ５２

李大钊 ８８ １８ 郭沫若 １６ ５４

鲁迅 ８０ １９ 孙伏园 １３ ５９

章太炎 ７３ ２１ 张兢生 １２ ６１

范源濂 ５８ ２６ 邵飘萍 １１ ６４

钱玄同 ４２ ２９ 陈西滢 １１ ６５

马寅初 ３９ ３０ 马振彪 １０ ６８

徐宝谦 ３９ ３１ 黎锦熙 １０ ６９

工商 张謇 ３２ ３２

女界
何香凝 ２９ ３５ 宋庆龄 １５ ５６

刘清扬 １８ ５１

　　资料来源：孙伏园：《新中国柱石十人———两个月征求的结果》，《京报副刊》第４３５号，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１日，第８版第８８页；孙伏

园：《柱石外的柱石》，《京报副刊》第４３９号，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５日，第８版第１２０页。

说明：表中所列入选人物类别可能存在交叉重叠。例如蒋介石既可划分为军事人物，也可划分为政治人物；王宠惠既可划分

为外交人物，也可划分为政治人物。为了研究方便，这里将这些人物划入调查进行时最能表现其社会影响的类别。此外，名单中

得票数相同者，按照最终公布的结果名单次序排名。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该民意测验投票的群体以知识阶层为主。一方面，这次民意测验通过《京

报》发放给读者，投票者也基本限于《京报》的读者群体，而当时《京报》的主要订阅和阅读群体为有

一定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从民意测验过程中陆续公布的部分投票者及说明名单看，黎

锦熙、林语堂、高佩琅、张申府等不少大学教授、知识精英参与其中，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热情度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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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如，女师大学生许广平（署名景宋）、师大学生朱岳峙、刚从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毕业的李振

翩以及农大、医大等校青年学生也都积极参与这次评选活动，并附上了详细的投票说明。清华学校

“国是会”得到评选消息后，“不但把票纸代为油印，并将票数统计出来”①，并将所得的６０余张票
（包括该校教授及学生），遣人送至报馆。郑州京汉路工人学校学生也一齐寄来选票，并在信中说：

“贵报征求新中国柱石，颇足测验民众心理，兹敝校学生课余选就各票付邮呈上。”②可见，这次民意

测验的所用样本选择上尽管足够广泛（《京报》读者），但显然能够参与投票者却是已被限定的知识

阶层。对于这一弱点，孙伏园也毫不避讳。他说：“我们现在说话只是对着智识阶级，能投票的又

何莫非智识阶级，即使丝毫没有弊，何尝能算是全国人人的意见呢？”③此外，因该民意测验的选票

采取随《京报》发放到各地的方式，因此能够参与投票的地区也受限于《京报》的发行范围，即主要

集中在北京及近畿的各省。如该民意测验发起１个月后，孙伏园曾感叹“京外投票者还只是近畿
的各省”。④ 因此，“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所反映更多的是以北方地区特别是京畿地区为主

的知识精英阶层的观念和认知，还不能简单的从测验结果据以概括当时中国大多数人的选择和判

断。尽管如此，该民意测验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正如研究１９２２年《密勒氏评论报》“中国当今十
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的杨天宏所说：“由于知识精英阶层从来都是舆论的主导者，一些倾向性的

社会选择仍不难从中窥见。”⑤从这个层面说，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新中国柱石十人”的民意测验结

果，结合其他相关史料，揭示出其中反映的多种历史面相。

同时，《京报副刊》发起的“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是在１９２６年１、２月进行的，而恰恰处
于五卅运动之后，又值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有学者曾敏锐地指出：“北伐前后的那几年，可以说

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关键的转折时期。后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在

那段时期奠定了自己的政治军事基础。”⑥可以说，“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的评选过程正介于

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对该民意测验的评选结果进行分析，有助于探知该时期内民意测验所反映

出的民众特别是知识阶层的社会心态，以及对精英人物、社会思潮的观感和认知，认识人心向背的

变化。

第一，该民意测验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伐前夕，当时民众特别是知识阶层对南北力量消长

的看法和认知变化，预示着中国政治即将发生的重要变革。当时的一位高级将领魏益三曾这样回

忆：“１９２６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动荡最激烈的一年。在这一年，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
前夕，军阀混战的次数最多，动员的人数最大，涉及的地域也最广，而大小军阀之间互相火并、离合

拥拒的形势也发展到最微妙的程度。”⑦一般而言，“政党及派系领袖得票及排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投票人所在社会阶层和影响所及各阶层对各党派的认同程度”⑧，得票数多寡确实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民心民意。在此次民意测验结果中，最终入选的人物，属于南方力量的汪精

卫、蒋介石、吴稚晖等总体排名、得票数以及入选人数远多于属于北方力量的黎元洪、段祺瑞、张作

霖等人。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时人对南北力量对比的认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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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孙伏园：《吐露一点消息》，《京报副刊》第３９３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２３日，第８版第１６０页。
孙伏园：《消息再吐露》，《京报副刊》第３９６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２６日，第７版第１８３页。
孙伏园：《消息再吐露》，《京报副刊》第３９６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２６日，第８版第１８４页。
孙伏园：《截止日期声明不截止》，《京报副刊》第４０１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３１日，第８版第１２０页。
参见杨天宏《密勒氏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分析》，《历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第７２页。
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开放时代》２０００年第９期，第４８页。
魏益三：《我由反奉到投冯投吴投蒋的经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５１辑，中国文史出版

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１５页。
杨天宏：《密勒氏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分析》，《历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第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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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１９２４—１９２６年期间军阀割据势力发生很大变化。１９２４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
惨败，奉系控制了北京政府。此战对于北方军政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方面国民军、直鲁联军

等新势力迅速崛起，同时北洋三大军阀的力量基本消耗殆尽，北方军事势力各自为政，自成一体，基

本已经丧失了统一全国的能力。而在南方，孙传芳和吴佩孚控制着广大华中地区；皖系军阀在直皖

战争中败北，基本退出历史舞台。１９２５年，国民党政府发表《时局宣言》，指出了军阀对社会的毒害
以及其必败的原因，为即将进行的北伐造势。蒋介石等粤系势力通过两次东征控制了广东，也成为

以后北伐的主力。可以说，１９２６年前后的中国，南北军事力量的冲突与暗中较量一触即发。
此时的北洋军阀势力内部，也在进行剧烈的新陈代谢，力量发生了显著变化。旧派军阀势力迅

速衰落，新兴的军阀逐渐成为主角。罗志田对此有精辟的论断：“１９２４—１９２６年间是中国南北武装
力量权势更迭相当快速激烈的时期，北伐时南北双方的主要军事将领至少有一半都是在这两年才

崛起，北洋系统的张宗昌和孙传芳大约在这两年才逐渐成为全国性的人物，就是冯玉祥也基本是在

这段时间才成为中国军政不可或缺的要角，所谓国民军体系同样是在此期间形成并壮大。”①在此

次民意测验中，冯玉祥（３５２又３／１０票）、李烈钧（１９３票）、孙传芳（６９票）等新兴的军阀人物排在
段祺瑞（２７票）等旧式军阀人物之前，而当时北洋政府的当权人物张作霖仅得到１９票。新兴军阀
被舆论看好，如李烈钧就得到投票者的赞赏，称他“极娴军事谋略，处此国家多难，将来有对外作

战，得公指挥支那健儿，不难横扫碧眼儿，直捣矮人国也”。② 而张作霖得到的往往是“大唱反饥饿

实行亲日的东三省军务总统官”③、“效法袁项城”④等负面评价。

此次民意测验的结果也许会纠正我们对北洋军阀的一些惯性看法。以往我们常以“祸国殃

民”、“草莽武夫”、“野蛮残暴”、“腐朽黑暗”等词汇描述北洋军阀势力。但从时人的认知和评价

看，事实并不尽然，不可一概而论。例如，作为割据一方的“军阀”中唯一入选前１０名的冯玉祥，排
名第５位。他被认为是“北方军人中比较合作的”，“民生主义的刻苦实行家”⑤，“实心任事确有成
绩者”⑥，“公光明磊落，不作妇人之仁。凡爱国爱民者友之，害国害民者敌之（如迎素不谋面之孙

中山北上，谋国事，与禁曹锟是），具新时代思想，努力平民政治，非仅长于治军而已。”⑦从以上的评

论可以看出，冯玉祥作为一个爱国军人和民生主义者备受当时民众的认可和赞赏。冯玉祥虽然出

身北洋，但通过组建国民军、发动北京政变、欢迎孙中山北上等活动，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好评。

再如，直系军阀领袖吴佩孚在此次评选中得到１６６票，排名第１１位。他被认为是北洋军阀当中
的儒将、开明者，曾因主张“国民会议”和支持五四运动，被视为具有“民主”观念与“爱国”意识的军

人。⑧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踞洛阳，拥兵数十万，控制直、陕、鲁、豫、鄂五省地盘，成了当时北方

实力最大的军阀。当时西方媒体评价吴氏为“中国最强者”（ＢｉｇｇｅｓｔｍａｎｉｎＣｈｉｎａ），可见吴氏当时在
国内外的影响着实非同小可。在１９２６年的这次民意测验中，投票者以“武力可以号召一部分者”⑨、

３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罗志田：《北伐前夕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１９２４—１９２６年》，《史林》２００３年第１期，第７３页。
岑克明：《本着良心观察的结果》，《京报副刊》第４１２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１１日，第８版第８８页。
吴稚晖：《柱石外之问题》，《京报副刊》第４２０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２４日，第１版第１４５页。
孙伏园：《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五）》，《京报副刊》第４０６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５日，第８版第４０页。
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选这班人（三）》《京报副刊》第４０４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３日，第８版第１２３页。
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三）》，《京报副刊》第４０５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４日，第８版第３２页。
岑克明：《本着良心观察的结果》，《京报副刊》第４１２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１１日，第８版第８８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

３５１—３５２页。
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三）》，《京报副刊》第４０５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４日，第８版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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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文观止’为治世大法的常胜将军”①形容之。从某种程度上说，吴佩孚可称得上是一个文武

兼备的实力派人物，得到了不少民众的推崇。

可以说，１９２６年“新中国柱石十人”的民意测验评选结果有助于从多重视角审视时人眼中的
“军阀”形象。但历史行进到１９２６年，军阀雄踞的时代毕竟渐行渐远了，无论是新旧军阀都无法代
表未来中国的发展趋势，他们未必是缔造新中国的“柱石”。国民党在１９２５年５月的《时局宣言》
就指明：“中国之内乱，由依赖帝国主义以为生存之军阀所造成”，“军阀之大者，把持中央政柄，藉

统一之名义以迷惑国人；军阀之小者，割据地方，藉联省自治之名义迷惑国人。其名义虽不同，其为

造成内乱则一。”②正如参与投票的招勉之所评论的，军阀“原本是遗老遗少及滚蛋的政治鬼养成出

来的，如今青出于蓝，也就无法可治了。张作霖、吴佩孚，固然要不得；就是冯玉祥、孙岳、孙传芳，也

不过是中国人民的寄生虫之一。有害与否，要视虫的毒质多少为断。目下又无良医，而病又未发

作；所以毒质的多少，还无从知得。然而，寄生虫总不是好东西就是了。”③另外一个投票者也认为，

建设新中国的希望在一般民众具备公仆的意识，而不能寄托在野心家的军阀身上：“在这混乱的时

局，我们靠着那些野心军阀和那些狐媚而捣乱的政客，要靠他们来奠定国家，是不行的！除非明乎

国家大势及内乱之源，是由于一般民众没有监督公仆的智识，来改造国家。”④这些评论可谓切中

时弊。

第二，该民意测验评选结果揭示了国民党的重新崛起，对民众的影响力迅速扩大，一定程度上

获得了时人普遍的好感。据罗志田的分析，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的国民党改组和联俄、容共从根本上既
改变了国民党在全国的形象及其在全国思想言说中的地位，也改变了其成员组成和领导核心。而

国民革命提出的“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正是五四运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口号的直接传承，

亦切合民间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⑤ １９２６年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在１０个“柱石”中，国民党员或
亲国民党人士就占了７位⑥（冯玉祥、吴佩孚、梁启超除外），且前４名都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员和亲
国民党人士。如果将此名单进一步扩大到前２０名，这个比例还将上升，囊括了李石曾（１５０票）、胡
汉民（１４５票）、王正廷（１１２又４／１０票）等人。正是在１９２６年前后，国民党势力在迅速崛起，这与
胡适的观感一致，他说：“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大多数人心的倾向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

的新气象。”⑦胡适的这一论断，代表了当时很大一部分民众的看法。

属于国民党的蔡元培在本次评选中排名第一，某种程度上说明蔡元培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前后
新文化运动和教育运动中的主角身份依然影响甚大，广受知识界以及普通民众的认可。在这次民

意测验的投票说明中，蔡元培得到极高的评价：“言论主见可以号召全国者”⑧，“举以为思想界的

领袖来实行政教分离”⑨，“学问道德，极堪表率群伦”。瑏瑠 １９１２年２月，蔡元培发表著名的《对于新
教育之意见》一文，提出专制时代的教育与共和时代的教育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教育家循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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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伏园：《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五）》，《京报副刊》第４０６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５日，第８版第４０页。
《中国国民党对于时局宣言》（１９２５年５月２２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４辑（上），江

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２０页。
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三）》，《京报副刊》第４０５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４日，第８版第３２页。
孙伏园：《看他们为什么被选（七）》，《京报副刊》第４０８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７日，第８版第５６页。
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开放时代》２０００年第９期，第４９页。
需要指出的是，１９２４年国共第一次合作中，陈独秀曾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因而在这一特殊时期他兼有双重党籍。
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１８号，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８日，第１８页。
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三）》，《京报副刊》第４０５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４日，第８版第３１页。
孙伏园：《看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七）》，《京报副刊》第４０９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８日，第８版第６４页。
岑克明：《本着良心观察的结果》，《京报副刊》第４１２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１１日，第８版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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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而后者“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

超轶政治之教育”。① 蔡元培主张教育改革，政教分离，得到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汪精卫在此次民意测验中排名第二，这与其在国民党中政治地位的上升是一致的。汪精卫较

早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从１９０５年开始，陆续发表了《民族的国民》、《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文
章，大力宣扬三民主义。１９２５年２月２４日孙中山病危时，汪精卫代为拟就了“政治遗嘱”。孙中山
逝世后，汪精卫身为国民党的元老和孙中山的亲信，得到苏联、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大力支持。

１９２５年，汪精卫当选为广东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继续执行孙中山的“联俄
容共”政策，成为了国民党新的领袖，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声望。因此，在１９２６年的这次民意测验中，
许多民众将其视为三民主义的信徒和孙中山忠实的追随者：“为努力国民革命，谋国家人民之福

利，历尽艰苦，成功不居，人格高尚，有中山之风度”②，“政治界模范，三民五权的实行者”。③

此次民意测验结果也显示出蒋介石地位、声望的迅速提升。在１９２２年《密勒氏评论报》“中国
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中，蒋介石仅得到４票④，而在此次民意测验中得到近４５７票，排名第
三。尽管两次民意测验的投票群体不一致，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蒋介石在短短数年间声望的迅

速上升。１９２４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蒋介石在此前后赞扬联俄的意义，说：
“中国革命，如不加入世界革命之内，不但是不能成功的，而且是没有意义了。”⑤蒋介石的这些表现

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威望，使他赢得了“左派军人”甚至“左派领袖”的称号，得到了苏联顾问和中国

共产党的支持。在１９２６年的这次民意测验中读者也纷纷表达对蒋介石的赞赏：“他的党军制可救
国的”⑥，“有主义的极端实行家”⑦，“能以党之军制而服民众者”⑧，“爱国的军人，放下政治臭味，

共同合作，拿全中国军队统一起来，完全听命于政府，作对外的准备”⑨，“能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是

头脑新颖之军人”瑏瑠，“民众武力的领袖。他底不怕死的精神，足以震醒贪生的怯懦者。”瑏瑡张申府也

表达了对蒋介石的认可和支持：“大家大概都承认，蒋介石是半成功的了。广东我是住过的。以前

的情形，我很知道。听说现在很不同了。这不能不说一部分是蒋介石的功劳。尤其把香港的英人

治了个可以，真使人喜欢。”瑏瑢主编孙伏园在评选结果出炉后撰写了一篇长文介绍“蒋介石先生”，

将蒋介石的成功归功于“就是干，就是认真干。认真肯干是他的好处。他的毛病，也就在这儿。就

是刚愎，就是把持。以前是这样，但我后来看见他，已有些不然了。宗旨，军事上，他是大有希望的

一个人”；“其实蒋介石很可以做一个特洛斯基。性情也有些相同。”瑏瑣可见，作为党、军领袖和实干

家的蒋介石，符合了军阀混战年代普通民众对一个强有力的国家领导者的期待，这也是在此次民意

测验中蒋介石得票甚高的原因所在。

第三，该民意测验结果显示，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表现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和支持，也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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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２卷，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９页。
孙伏园：《他为什么选他们（十四）》，《京报副刊》第４１７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２１日，第８版第１２７页。
岑克明：《本着良心观察的结果》，《京报副刊》第４１２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１１日，第８版第８８页。
参见杨天宏《密勒氏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分析》，《历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第６９页。
蒋介石：《对于联俄问题的意见》，《政治周报》第４期，１９２６年１月１０日，第１４页。
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选这班人》，《京报副刊》第４０４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３日，第８版第１２３页。
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三）》，《京报副刊》第４０５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４日，第８版第３１页。
高佩琅：《发表投票的疑问》，《京报副刊》第４０７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６日，第８版第４８页。
孙伏园：《看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七）》，《京报副刊》第４０９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８日，第８版第６４页。
岑克明：《本着良心观察的结果》，《京报副刊》第４１２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１１日，第８版第８８页。
孙伏园：《他为什么选他们（十四）》，《京报副刊》第４１７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２１日，第８版第１２７页。
张申府：《终于投一票》，《京报副刊》第４１１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１０日，第６版第７９页。
孙伏园：《蒋介石先生》，《京报副刊》第４３５号，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１日，第６版第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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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面反映出经历华盛顿会议、五卅运动后，国内民族主义的高涨，以及民众对政府强有力外交的期

许。华盛顿会议是继巴黎和会后又一决定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会议，北京政府派遣施肇基、顾维钧

和王宠惠代表中国政府出席。经过中国外交家的据理力争，中日两国代表通过“边缘”谈判的方

式，最终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日本“放弃了它在中国大陆的唯一战利品”。① 消息传

回国内，群情振奋。华盛顿会议后，这批职业外交家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政治势力，也在一定程度

上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当然，这些人物能够入选除了外交的功绩外，与个人的一些因素也密切相

关。例如，王宠惠得到的高度评价主要是和他的法学家身份相关，其在外交、立法、司法方面的贡献

有目共睹。１９２２年５月，王宠惠和胡适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
了“好人政府”的口号，要求建立“宪政的”、“公开的”政府和推行“有计划的政治”，并且出任“好人

政府”总理，这也为他赢得了很大的声誉。

第四，还可以透过“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的评选过程和结果管窥时人对社会思潮的观感

和态度。

其一，科学救国的社会思潮深刻影响了许多民众。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等公开举起“科学”

旗帜。到五四运动时，“科学”、“民主”更是深入人心，“科学救国”思想开始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

《科学》、《曙光》、《新青年》、《新潮》等崇尚科学的杂志纷纷加入“科学救国”讨论，“科学救国”成

为民国时期一股具有深刻影响的社会思潮。在这次民意测验中，不少投票者以科学家作为建设新

中国的唯一柱石，认为：“吾们贵国人的心理，只崇拜空谈的文士、有势力的武人，对于科学家与科

学工业是不注意的。中国连半根坏机关枪都没有，如遇帝国主义者进攻时，试问用什么去抵御？”②

“非尽量的输入希望所谓物质文明，特别是提倡和灌输一般梁启超者流所认为要破产的科学，不足

以建设新中国。”③于是，读者心目中的“柱石”包括了工程师、昆虫学家、潜艇专家、航空舰制造者

等。在这次民意测验中，吴稚晖排名在第４位，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所标榜的科学主义。吴稚晖是
五四时期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之一。在新文化阵营里，他提倡科学最切实、最热情，曾言：“欲救死之

国，重在应用”，大谈“科工救国”。④ 胡适称赞吴稚晖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科学派的“压阵大

将”，是近３００年来四大反理学的思想家之一。⑤ 郭湛波在他极有影响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
书中，对吴氏评论说，其“生活朴素、刻苦；言谈讽刺、滑稽，思想清澈、新颖；年虽老而思想并不落

后，青年颇受其影响，故当时有‘白发青年’之绰号”。⑥ 在这次民意测验中，吴稚晖得到的评价是：

“白头少年英气勃勃”⑦，“愿为群众力争自由平等，不自私自利，与今之无聊政客，专为己利，其人

格有上下床之别”⑧，“吴先生不是研究纯科学的，本不与新中国之建设有什么关系。不过他老先生

主张把线装书丢在茅厕里三十年，极力鼓吹科学，自然是很有大功的”⑨，“学术界领袖，他老先生不

但是中国学术界的泰斗，并且是我们这个地球上人类的导师”。瑏瑠 其时，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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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ＥＨ卡尔著，徐蓝译：《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１９１９—１９３９》，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６页。
李振翩：《新中国的柱石七个半》，《京报副刊》第４１０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９日，第８版第７２页。
余文伟：《跑一趟野马》，《京报副刊》第４１５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１９日，第７版第１１１页。
吴稚晖：《科工救国》，《中山文化教育季刊》１９３４年第１期，第４０１—４０５页。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张君劢、丁文江等著：《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１９２３年版，第１３页；胡适：《几个

反理学的思想家》，《胡适文存三集》第２卷，亚东图书馆１９３０年版，第１１１页。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人文书店１９３６年版，第１６３页。
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选这班人（三）》，《京报副刊》第４０４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３日，第８版第１２３页。
岑克明：《本着良心观察的结果》，《京报副刊》第４１２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１１日，第８版第８８页。
余文伟：《跑一趟野马》，《京报副刊》第４１５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１９日，第７版第１１１页。
孙伏园：《他为什么选他们（十四）》，《京报副刊》第４１７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２１日，第８版第１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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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强调：“救我垂绝之国命，舍图科学之发达，其道未由。”①足见当时科学救国思潮在民众当中的

广泛影响力。

其二，该民意测验还反映出当时国语运动、汉字改革的社会思潮在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黎锦熙作为国语运动的倡导者也参与投票，他选举赵元任、钱玄同、林语堂、汪怡、刘复为“新中国

柱石”，并详细阐述了投票理由：“新中国之柱石只有一根，就是‘汉字改革家’。一切新事业……都

要以新文字作基础，所以这根柱石若立不起来，旁的柱石都容易倒。我宁偏而不全，先其所急而选

出右列的五人。这五人都是‘数人会’的分子（创新文字虽还有人，现姑以此会为限）。虽然他们对

于旧文字的见解和主张不能一样，却都对于新文字的创设都很努力。‘数人会’负有这么重大的任

务，肯作这种真正的牺牲，实足以当新中国的柱石而无愧色。我自己固然也是分子之一，但究竟自

己不能选自己，故摘除贱名，以崇谦德而挽吹风。”②而黎锦熙也被其他投票者选上，并寄予厚望，说

他是“国语运动的先锋。废汉字之于将来，亦犹共产之于将来。”钱玄同也被认为是“文字学大家。

废汉字的首倡者。”③

从公布的民意测验评选结果看，文化教育领域排名前列的有蔡元培、吴稚晖、陈独秀、梁启超、

李石曾、胡适、李大钊等人，入选的人数也多于其他领域。这显示出１９２６年前后思想家、教育家对
民众特别是知识阶层的深刻影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他跻身“新中国柱石十人”之列，这

似乎可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有所扩大的一个佐证，但也并不能确定与之一定有必然的联系，

因为在读者投票说明中并无人提及他的中共党员的身份，而强调的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身

份，“能脱离数千年之陋习而为新思想之先锋者”。④ 此外，投票者也把他看作是“农工阶级的拥护

者”⑤，“被压迫阶级的韦陀思想的急先锋”。⑥ 这也说明当时的精英人物对社会的影响力是多方面

的，并不仅限于某一领域。

此外，还有部分特立独行的选票反映出当时流行的一些思想潮流。如有人对男权社会导致的

一系列政治文化上的悲剧痛心不已，因而认为新中国的柱石应该是妇女，并选举了女届名人１０位：
郑毓秀、陈璧君、宋庆龄、何香凝、朱其慧、毛一鸣、沈仪彬、康同璧、王昌国、刘清扬。⑦ 事实上，持有

相同观点者绝不止一位，在此次民意测验获１０票以上者中有３位女界名人，即何香凝（２９票）、刘
清扬（１８票）和宋庆龄（１５票）。从“三从四德”到国家柱石，不仅是对男权社会的反思，也表明民
国时期妇女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结语

民国时期社会学调查盛行，报刊媒介纷纷举行诸多形式的民意测验。时人对民意测验之功用

已经有一定的认识，认为民意测验的意义在于“训练民众对于国家社会敢发表意见，能发表意见，

进一步能发表出有价值的意见，并能以行动促其意见的实现，这实为一切建设中的根本建设……这

是树立民主政治的初步训练，这是举行民意测验的第一种意义……民意测验本身就是一种民众教

７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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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任鸿隽：《本社致留美同学书》，《科学》第２卷第１０期，１９１６年８月９日，第１１７７页。
孙伏园：《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五）》，《京报副刊》第４０６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５日，第８版第４０页。
孙伏园：《他为什么选他们（十四）》，《京报副刊》第４１７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２１日，第８版第１２７页。
高佩琅：《发表投票的疑问》，《京报副刊》第４０７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６日，第８版第４８页。
孙伏园：《他为什么选他们（十四）》，《京报副刊》第４１７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２１日，第８版第１２７页。
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三）》，《京报副刊》第４０５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４日，第８版第３１页。
孙伏园：《瞧瞧他们怎么个选法（二）》，《京报副刊》第４０３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２日，第８版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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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方法，同时期结果更可以作民众教育实施的参考。”①民意测验对认识当时知识界对政治及社

会状况乃至舆论倾向，均具有参考价值。

１９２６年《京报副刊》主持的“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的初衷也是为了“训练民众对于国家
社会敢发表意见，能发表意见”，乃至以此为窗口，透视未来中国之走向和命运。如前所述，“新中

国柱石十人”问卷调查正当五卅运动之后及国民党准备北伐前夕，国内民族主义高涨，世道人心变

化之时举行，多少反映了斯时形势的变化及世人的认知。从最后的投票结果看，尽管掺杂了不少不

可排除的干扰因素，但也反映出五卅运动之后、北伐前夕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当时民众特别是知

识群体对南北势力消长、国民党的崛起以及科学救国、国语运动等社会思潮种种历史面相的观感和

认知，值得学界加以重视和研究。

〔作者项旋，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１００８７２，ｂｓｄｘｉａｎｇｘｕａｎ＠１６３ｃｏｍ。指导
教师黄爱平，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杨宏）

　·书　　讯·

《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

罗志田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７月出版，２６万字，４８元

近代中国是一个失去重心的过渡时代，思想演化、人事代谢、社会变迁及其互动关系，都呈现出新

中有旧、旧中有新的错综局面。新旧之间持续的缠绕互竞，使后人对于往事和近事，皆不免生出雾里看

花的困惑。本书的基本取向，就是返其旧心，给各方以平等的发言权，通过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的一

些重大事件和新旧标志性人物，以见之于行事的方式展现大变局下新旧中西的辩证对峙。书中所处理

的重大事件，包括清末的戊戌维新、民初的文学革命、《新青年》的转向，以及科学与人生观之争，而标

志性人物则有向被视为守旧的王先谦、叶德辉和林纾，以及趋新的代表陈独秀。另外还有一个人物群

体，即“五四”后最受瞩目的“学生”，他们在课业与救国之间的徘徊，揭示出特别的时代韵律，余音摇

曳，不绝于耳。

近代传统日趋崩散，新的思想资源也凌乱无序，士人在不间断的纠结和挣扎中，一面收拾外来学

理，一面结合散乱零落的传统因素，重整文化和政治秩序，虽非新非旧、不古不今，中国文化却开始获得

新的生命样态。本书也展示了这一文化重整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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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容若：《民意测验的意义》，济南《民众周刊》第４卷第１２期，１９３２年，第１—２页。


